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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ird motif made an important theme of painted pottery of the Miaodigou culture. The author argues
that paired-bird motif made a major representation of the bird theme, which originated from the
transformation of bird in the fish body. The paired-bird motif was shown in diverse ways, which spread across
a vast region and lasted for a long time. The typological study in this research shows the transformation
trajectory, which sheds light on the nature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Miaodigou painted pottery.
Keywords：Yangshao culture, Miaodigou, Painted pottery, Paired-bird motif

摘要：鸟纹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彩陶的重要主题，本文在已有的对庙底沟类型写实和简化鸟纹研究的基础

上，提出“对鸟”是鸟纹的重要表现方式，源自庙底沟类型对鸟在鱼体内转化状态的表现，被图案化后，成为独

立的主题。“对鸟”主题形式多样，流传范围广，延续时间长，本文对其进行了类型学分析，并初步梳理了其发

展演变脉络，有助于从彩陶图像内涵的层面上，深入认识庙底沟类型彩陶影响的内容实质。

关键词：仰韶文化；庙底沟；彩陶；鸟纹

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彩陶的“对鸟”主题*

李新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 100101

一

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彩陶第一次集中发现是

1921年安特生主持的仰韶村遗址发掘［1］。彩陶图

像中有大量鸟纹，但并未被识读。1926年，李济

主持发掘的西阴村遗址是晋南地区庙底沟类型的

典型遗址，发掘报告总结的彩陶图像元素为横

线、直线、圆点、各样三角，以及宽条、削条、

初月形、链子、格子和拱形［2］。梁思永在随后的

研究中，也仅限于对构图元素分类［3］。

1956年，庙底沟类型的命名地庙底沟遗址开

始发掘，但1959年出版的报告中［4］，对彩陶的描

述仍然未涉及鸟纹的识读。

1962年，石兴邦在对马家窑文化彩陶的源

流的讨论中，对庙底沟类型彩陶的鸟纹做了归

纳［5］。虽然在文字中没有展开充分讨论，但附图

中涉及了写实、圆点 ┼ 弧线、圆点 ┼ 弧形和圆

点 ┼ 弧线三角等不同鸟纹表现方式，其中包括组

合图像中的鸟纹。（图一）

但这样的识读并未得到学者的广泛认同。

1965年，苏秉琦在对仰韶文化的经典研究中［6］，

*本文得到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华文明探源研究项目”课题八“中华文明起源进程的整体性研究”（编号：

2020YFC1521608）资助，同时属于中国历史研究院李新伟学者工作室研究项目。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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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认定了实鸟纹和由其衍生的圆点 ┼ 弧线式鸟

纹，而将圆点 ┼弧形和圆点 ┼弧线三角认定为表

现花的纹样，圆点为花蕾，弧形为花瓣。同年发

表的严文明对庙底沟类型的分期研究中，也仍然

将图案化的鸟纹称作垂弧纹等［7］。

1990年，张朋川在对彩陶图像的综合研究

中，对庙底沟类型鸟纹做了较全面的综述，不仅

对写实鸟纹进行了分类，还正确指出三类简化鸟

纹：一是经常出现在圆形空白内的圆点 ┼ 弧线三

角纹、圆点 ┼ 弧线三角 ┼ 弧线或直线纹、圆点

┼ 直线纹；二是所谓“西阴纹”或“垂弧纹”内

的圆点 ┼ 弧线或直线纹；三是圆点 ┼ 弧形和圆

点 ┼ 多个弧形等。（图二）基本涵盖了简化鸟纹

的主要形式［8］。

但简化鸟纹仍然未得到普遍认可，在王仁湘

2011年出版的对庙底沟彩陶图像的全面而系统的

研究中，“鸟纹”部分只列举了写实类鸟纹，简

化鸟纹被归入“连弧纹”“西阴纹”“花瓣纹”和

“旋纹”等类别。随后对庙底沟鸟纹的专门讨论

中，也只是在原有观点基础上，讨

论了一种并不常见的写实鸟纹变

体，并存在误读［9］。

本文不拟对庙底沟类型的鸟纹

做全面的类型学分析。张朋川对简

化鸟纹的分析中，由写实鸟纹出

发，清晰地描述了各类简化鸟纹的

形成脉络。诚如王仁湘所言，这样

的发展脉络并不对应时代的差异，

写实鸟纹和一些简化鸟纹是同时出

现的。但这并不影响对简化鸟纹的

认定。本文将在接受其基本结论的

基础上，阐述关于庙底沟彩陶“对

鸟”主题的初步认识。

二

圆点 ┼ 弧线三角形是简化鸟纹

最常见的形式之一，以圆点为鸟

头，弧线三角为鸟身，经常以成对

的方式出现。

（一）相背而飞

即弧线三角的直线边平行相对。圆点有时会

被省略。

我们曾经指出，鱼鸟组合为庙底沟彩陶的主

题［10］。这样的对鸟纹经常会出现在鱼形的身体

里。泉护村H86 ∶ 8盆有两组非常相似的鱼鸟组合

图像［11］，左端均为下部展开如翅的弧线三角 ┼

勾弧 ┼ 圆点组成的双鸟纹；其右侧为一个勾状纹

和随后的弧边长勾“工”字组成的鱼头，头内为

双弧线 ┼ 圆点式鸟纹；鱼身第一单元为鱼头部分

“工”字形与身部中心“工”字形形成的圆形空

白中加弧线三角 ┼ 横线 ┼ 双圆点组成的双鸟纹，

第二单元为勾弧 ┼ 圆点鸟纹；鱼尾为下端纤细的

弧线三角形。另一组图像几乎相同，只是鱼身第

一单元圆形空白内为相背的竖向弧线三角 ┼ 圆点

组成的典型对鸟纹。（图三：1）
庙底沟遗址H46∶129图像包含相似的两组［12］，

每组左侧为两个相对的勾弧和勾弧中间的弧线为鸟

图一 石兴邦识读的庙底沟类型鸟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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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两个圆点为鸟头的三个不同姿态的鸟纹，右侧

为圆形空白中的相背对鸟纹，省略地表现鸟头的

圆点。整体而言，左侧大体为内有飞鸟的鱼头部

分，右侧为鱼身体内的对鸟。（图三：2）
庙底沟类型晚期到仰韶晚期，此类对鸟纹有

图案化的趋势。

泉护村H1008 ∶ 04盆的图案带由连续的圆角

长方形空白中的背飞对鸟纹组成。（图四：1）泉

护村T7③ ∶01盆的图案与之非常相似，只是省略

了表现鸟头的圆点。（图四：2）汝州中山寨［13］

和华县西关堡标本［14］中部图案与之类似。（图

四：3、4）
（二）对顶而飞

即两个弧线三角鸟身共用一个圆点为头。西

阴村遗址钵的图案带由四个相同单元组成［15］，每

个单元为相对的直角弧线三角形成“花瓣”状空

白，内为共用一个以圆点为头、弧线三角为身的

对鸟。（图五：1）
大河村遗址相当于庙底沟类型和仰韶晚期之

交的 T35⑥ ∶ 10敛口罐图案带下部［16］，包括多组

共用一个以红色圆点为头、黑色弧线三角为身的

对鸟，每组间以平行竖线间隔。（图五：2）
仰韶文化晚期的大司空类型流行相似的对飞

之鸟。下潘汪遗址T50④a ∶ 14折腹盆的对鸟图案

以同心圆为鸟首［17］。（图五：3）另一件折腹盆

T44④a ∶201的对鸟图案省略了鸟首。（图五：4）
（三）上下错位相对

其实，图四中泉护村的两件标本的图案又可

以识读为由上、下两行相同的图案带组成，每行

都是连续的一正一倒错位弧线三角┼圆点鸟纹

（圆点可以省略），空白处呈“花瓣”状。济源长

泉遗址［18］钵的彩陶带就是这样的省略了圆点的

一正一倒简化鸟纹。（图六：1）
庙底沟类型晚期开始，流行在上下错位对鸟

纹形成的花瓣形空白中添加多道弧线或直线。相

当于仰韶晚期的马家窑文化马家窑期彩陶仍然流

行这样的风格。青海民和胡李家遗址H15 ∶ 24盆

的图案就是在连续的一正一倒弧线三角 ┼ 圆点对

鸟纹之间添加三道直线［19］。（图六：2）
天水师赵村遗址第三期相当于庙底沟类型时

期，已经出现错位对鸟主题。T113④ ∶ 70残片

上，以细长的弧线三角为鸟身，圆点为鸟首，一

图二 张朋川识读的庙底沟类型鸟纹

图三 圆点＋弧线三角式相背而飞对鸟纹

1. 泉护村H86 ∶8盆 2. 庙底沟H46 ∶129盆

2

1

图四 二方连续展开的背飞圆点＋弧线三角式对鸟纹

1. 泉护村H1008 ∶ 04盆 2. 泉护村T7③ ∶ 01盆 3. 中山

寨T102② ∶ 11 4. 西关堡

1

2

3

4

88



二
○
二
一
年
第
五
期
︵
总
第2

2
1

期
︶

仰
韶
文
化
发
现10 0

周
年
专
题

上一下，交替出现。（图六：3）
属于仰韶文化晚期大司空类型的磁县界段营

遗址H35 ∶ 4钵［20］图案带，也表现的是类似上下

错位对鸟主题，弧线三角两边纤细，以小漩涡纹

代替圆点为鸟首。鸟首不在弧线三角形的顶点，

而是在弧线边的凹处，表现鸟双翅上举飞翔的状

态，是大司空类型彩陶的典型风格。有时会省略

鸟首。（图六：4）

三

圆点 ┼ 勾弧是简化鸟纹的另一种常见表现方

式，以圆点为鸟头，勾弧为鸟身，也经常以成对

的方式出现。

（一）对勾式

泉护村H116① ∶ 3盆的彩陶图案可以解读为

三组鱼鸟组合［21］。第一组，左侧为圆点 ┼ 弧线

三角式鸟纹；其右侧，左上呈长勾状的弧边

“工”字形构成鱼头的主体轮廓，内有圆点 ┼ 勾

弧式鸟纹，同时与弧边“工”字形的长勾构成共

用一个圆点为头的对鸟纹；再右侧，是左侧为长

勾的弧线三角表现的鱼尾，内有圆点 ┼ 勾弧鸟

纹，同时与弧线三角的长勾组成共用一个圆点为

头的对鸟纹。第二组，左侧为圆点和贴近图案带

下缘的小平弧组成的鸟纹；其右侧，为一勾弧表

现的鱼头轮廓；再右侧，中心为一弧边“工”字

形，其左侧与一勾弧形成圆形空白，内有双圆点

┼ 弧线三角 ┼ 弧线表现的双鸟纹，为鱼头内之

鸟；其右侧，为圆点 ┼ 细勾弧式鸟纹，为鱼身中

部之鸟；鱼尾由左上呈长勾状的弧边“工”字形

的上半部分表示，内有圆点 ┼ 勾弧式鸟纹，同时

与弧边“工”字形的长勾构成共用一个圆点为头

的对鸟纹。第三组，第二组鱼尾“工”字形的下

面的弧线三角，可以理解为省略圆点的鸟纹，右

侧勾弧为鱼头轮廓，再右侧与第二组中鱼头内鸟

纹相同，鱼尾用下端纤细的弧线三角表现，内有

勾弧，是省略了圆点的鸟纹。（图七：1）
鱼体中的对勾式对鸟纹也会以图案化的形式

二方连续展开。

庙底沟遗址H108 ∶ 33盆彩陶图案为连续的对

顶弧线三角，形成椭圆形空白，如同鱼体内部，

每个空白里均为对勾式对鸟纹［22］。（图七：2）大

河村仰韶文化第二期相当于庙底沟时期，有类似

图案。采集 ∶ 56盆图案有连续的两两相对的弧线

三角，形成椭圆形空白，里面均为对勾式对鸟

纹。（图七：3） T11⑤A ∶ 83盆图案与之相似，只

是对勾的弧线的两个端点接近，中间夹圆点。

（图七：4）
（二）S形

大河村遗址仰韶文化第三期相当于仰韶晚

期，彩陶图案几何化。对勾式对鸟纹的两个勾形

一端相连，整体如中间和两端纤细的 S形，两勾

形纤细的衔接处为代表鸟头的圆点。大河村 F1 ∶

1 2

3 4
图五 圆点＋弧线三角式相对而飞对鸟纹

1. 西阴村第二次发掘钵 2. 大河村仰韶第三期T35⑥ ∶ 10
敛口罐 3. 下潘汪T50④a ∶ 14折腹盆 4. 下潘汪T44④a ∶
201折腹盆

1

2

3

4

图六 一正一倒错位的连续圆点＋弧线三角式对鸟纹

1. 长泉钵 2. 胡李家H15 ∶ 24盆 3. 师赵村T113④ ∶ 70残
片 4. 界段营H35 ∶4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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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罐，口沿下为平行线纹中间加网格纹；腹部为

平行线纹，中间加 S形对鸟纹。（图七：5）W11
罐口沿下为平行线纹中间加网格纹和竖线纹，腹

部在平行纹中间加X形纹、弧线三角纹和 S形对

鸟纹，表现对鸟身体的勾弧更加弯曲。（图七：6）
大河村遗址仰韶文化第四期有学者称为“大

河村类型”，彩陶图案更加简化和抽象。大河村

遗址H254 ∶ 3罐上有两端勾曲的 S形纹，应该是 S
形对鸟纹之简化。（图七：7）

四

上述对鸟纹大致属于仰韶文化系统，集中分

布于第二阶梯的黄土高原地带。在东部地区，对

鸟纹同样盛行。

红山文化彩陶最常见的典型元素之一，是伸

出长勾颈或直颈的弧线三角，一正一倒，相互勾

连，中心如同漩涡，故被称作勾涡纹。以勾颈相

互勾连者，被称作双勾涡纹，以直颈相互勾连

者，被称作单勾涡纹。这样的勾涡纹以二方连续

方式展开，形成图案带［23］。牛河梁遗址N5JK1 ∶ 1
罐中部，就有三条这样的图案带，彼此间以平行

线间隔。（图八：1）
红山文化彩陶的此类“勾涡纹”，很可能是

对鸟主题的红山文化式的表现，可称勾连对鸟图

案。证据有四，一是弧线三角在庙底沟类型彩陶

中是鸟身体的典型符号；二是上下交错相对的对

鸟是庙底沟类型对鸟主题的重要形式；三是郑州

后庄王遗址约相当于仰韶文化晚期的陶罐上的图

案［24］，弧线三角纹和省略了中心圆点的对勾式鸟

纹连为一体，已经具备红山勾连对鸟纹的雏形，

似可视为其原型之一（图一〇：1）；四是红山文

化彩陶深受庙底沟类型彩陶影响也为学者所公

认。此外，牛河梁N16M4 ∶1玉鸟正是长颈回首的

姿态（图八：4），也可以作为支持上述推论的有

力证据［25］。其实，图八：1最下部的图案，也可

解读为以右侧的弧线三角表示身体，以左侧的回

勾表现回首长颈的鸟纹，强化了整个器物的鸟纹

主题。

牛河梁N2Z4M6 ∶ 1罐有四条勾颈相交对鸟纹

图案带，各以两道平行线间隔。（图八：2）
牛河梁N2Z4M2 ∶W2筒形器有五条以平行线

分割的图案带，均由二方连续展开的前端有长弯

勾的弧线三角，也可以解读为简化的勾颈回首鸟

纹。相邻的图案带鸟首方向相反，形成上下交错

的对鸟纹。（图八：3）
这两种对鸟纹，被归入牛河梁遗址的第二

期，大体相当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晚期［26］。

牛河梁N2Z2 ∶ 49塔形器的覆钵状器座部分有

四条直颈相交式的勾连对鸟图案带，均以细密的

平行线条带间隔。（图九：1） 阜新胡头沟遗址

筒 ∶ 5筒形器颈部有直颈相交对鸟纹图案带，其上

1

2 3 4

5 6 7
图七 圆点＋勾弧式对鸟纹

1. 泉护村H116① ∶ 3盆 2. 庙底沟H108 ∶ 33盆 3. 大河村

仰韶第二期采集 ∶ 56盆 4. 大河村仰韶第二期T11⑤A ∶83
盆 5. 大河村仰韶第三期大河村 F1 ∶ 27罐 6. 大河村仰

韶第三期W11罐 7. 大河村遗址仰韶第四期H254 ∶3罐

图八 红山文化对鸟纹元素分析

1. 牛河梁N5JK1 ∶1罐 2. 牛河梁N2Z4M6 ∶1罐 3. 牛河

梁N2Z4M2 ∶W2筒形器 4. 牛河梁N16M4 ∶1玉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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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为细密平行线纹，下为多重垂弧纹［27］。（图九：

2）喀左东山嘴遗址出土多件“双腹盖盆”，彩陶

纹饰大体相同。TD10② ∶ 3外壁绘细密平行线纹，

内壁绘直颈相交对鸟纹，表现鸟身的弧线三角部

分较小［28］。（图九：3）
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白音塔拉苏木出土的一

件红山文化筒形罐，颈部为黑彩和底色相间的菱

格纹，中部主体为上部有圆点的多重垂弧纹，最

下部也应是直颈相互勾连的对鸟纹，只是表现鸟

身的弧线三角很小，直颈的端头重叠在一起，如鸟

头的形状［29］。（图九：4）
这两类纹饰属于牛河梁遗址第三期，大体相

当于庙底沟类型向仰韶晚期的过渡阶段。

仰韶文化中晚期遗存中，有类似的勾连对鸟

纹。

如上所述，郑州后庄王约相当于仰韶晚期陶

罐图案可能为此类对鸟纹原型之一。（图一〇：

1）大河村遗址仰韶文化二期 1件残陶片的上部，

有细密的勾颈相交对鸟纹，相交部位形成封闭的

小圆点状空白，如同鸟眼。（图一〇：2）此类对

鸟纹在大河村遗址有相当数量，经常被图案化，

如两条勾线相交。（图一〇：5）
庙底沟遗址的 1件残陶片，有白衣，上施黑

彩，中部主体图案为头部略弯曲的勾连对鸟纹。

（图一〇：3）该遗址T301 ∶ 25折腹盆残片，主体

图案也是二方连续展开的勾连对鸟纹带，表现鸟

身体的弧线三角很小，下排尤其小，上下勾连相

交的部位形成闭合的小枣核形，如同鸟眼。（图

一〇：4）图四：3汝州中山寨标本和图四：4华
县西关堡标本口沿下图案带也属类似的对鸟纹。

此类对鸟纹出现于庙底沟类型末期或与仰韶文化

晚期的过渡时期，在庙底沟类型的核心分布区内

很少见，细密的风格与大河村文化标本类似，应

是受其影响。大河村文化与红山文化类似图像间

的相互关系，是可以继续探讨的问题。

此类勾连对鸟纹在河套地区相当于仰韶文化

晚期的海生不浪文化中也有发现［30］。海生不浪遗

址采集的 1件罐口残片口沿下即为直颈相交的勾

连对鸟纹，下为平行线纹和网格纹。（图一〇：

6）另一件残片应该也是罐口沿部位，平行线纹

下，为勾连对鸟纹，下方有另一组平行线纹。

（图一〇：7）值得注意的是，海生不浪类型对鸟

纹上排鸟头向右，下排鸟头向左，与红山文化和

庙底沟类型勾连对鸟纹的方向相反。

大汶口文化中期彩陶中也有类似勾连对鸟

纹。大墩子遗址有2件带把罐形鼎［31］，一件肩部

和腹部各饰一周勾颈相交的对鸟纹，上排鸟纹头

向右勾（图一一：1）；另一件肩部为连续“几”

字形波浪纹，腹部为勾颈相交对鸟纹。（图一

一：2） 大墩子遗址 M22 ∶ 3 罐形鼎时代可能略

早［32］，其腹部有一周直颈相错的对鸟纹，有些在

图九 红山文化典型对鸟纹

1. 牛河梁 N2Z2 ∶ 49塔形器 2. 阜新胡头沟筒 ∶ 5筒形器

3. 喀左东山嘴TD10② ∶ 3盆 4. 阿鲁科尔沁旗采集筒形罐

图一〇 仰韶文化勾连对鸟纹

1. 后庄王罐 2、5. 大河村残陶片 3. 庙底沟残陶片

4. 庙底沟T301 ∶25折腹盆 6、7. 海生不浪采集罐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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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颈部有小点，是勾连对鸟纹的大汶口风格变

体。（图一一：3）大连长海县郭家村遗址也发现

大汶口文化中期遗存［33］，其中包括勾连对鸟纹残

片，与大墩子标本非常相似。（图一一：4）
大溪文化相当于庙底沟类型晚期之时，流行

类似勾连对鸟纹。大溪遗址M114 ∶ 1器座的平行

线和宽带纹之间，有以弧线三角为鸟身、勾颈相

交的对鸟纹，相交部位闭合，形成枣核状空白，

如同鸟眼。鸟颈后有与之平行的 S形弧线，可能

表现头后的披羽［34］。（图一二：1）松滋桂花树遗

址 1件小陶壶上，有几乎相同的对鸟纹，只是上

排鸟头向右侧［35］。（图一二：2）

五

距今5300年前后，在庙底沟类型向仰韶晚期

的过渡阶段，西北地区开始流行以弧线三角形为

身体、凸出的一角相交成圆形，鸟头后有弧线装

饰的对鸟纹，整体观之如同漩涡，可称为漩涡对

鸟纹。

此类纹饰在陇东和陇西相当于仰韶晚期的遗

存中［36］（或称“石岭下类型”［37］）最为流行。武

山傅家门遗址H2 ∶ 22彩陶罐腹部纹饰即是典型代

表［38］，最下面的主体图案表现的是四鸟相交，四

个弧线三角为鸟身，顶端变形相交成圆圈，内加

圆点，表现鸟首和鸟眼，以环绕鸟首螺旋展开的

弧线组表现鸟冠羽和颈羽。（图一三：1）马家窑

文化马家窑类型有类似图案，尤其是马家窑类型

向半山类型过渡阶段的“小坪子”期开始，“大

漩涡”式对鸟纹开始流行［39］。甘肃省博物馆藏彩

陶罐即属于此时期的典型器物，鸟首后有如同披

羽的弧形，鸟头中有小折线纹，内涵不明。（图

一三：2）这样的“大漩涡”主题在半山类型时

期遗址一直延续，晚期有图案化趋势，柳湾墓地

M32 ∶ 4彩陶罐即是其代表，弧线三角部位以粗壮

线条勾勒，中间是空白，整体如连续的漩涡。

（图一三：3）
在关中地区，宝鸡福临堡仰韶晚期H123 ∶ 1

小口尖底瓶肩部有以相互勾连、交接部位呈圆形

的三条一组的 S 形弧线表现的漩涡对鸟纹 ［40］。

（图一三：4）

图一一 大汶口文化勾连对鸟纹

1、2. 大墩子带把罐形鼎 3. 大墩子 M22 ∶ 3 罐形鼎

4. 郭家村勾连对鸟纹残片

图一二 大溪文化勾连对鸟纹

1. 大溪遗址M114 ∶1器座 2. 桂花树陶壶

1 2

1 2 3

4

图一三 西北地区漩涡对鸟纹演变

1. 傅家门 H2 ∶ 22 彩陶罐 2. 甘肃省博物馆藏彩陶罐

3. 柳湾M32 ∶4彩陶罐 4. 福临堡H123 ∶1小口尖底瓶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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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也开始流行漩涡对鸟纹。

章丘焦家遗址墓葬属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发掘者

认为年代为距今 5300~4600年［41］。墓葬M158 ∶ 1
圈足杯（图一四：1）和胶县三里河遗址M2110 ∶
46单把罐［42］（图一四：2） 有同样的漩涡对鸟

纹，时代或略晚。大汶口遗址M10 ∶57壶肩部彩绘

是类似对鸟纹，以圆点为鸟眼，以之为中心螺旋

状展开的一端尖的粗弧线勾勒出鸟首的形状，并

表现冠羽和颈羽（图一四：3），时代为大汶口中

期晚段。大河村遗址第四期（年代为距今4700～
4400年）T25⑥ ∶ 21壶肩部绘有两组曲线勾连交合

的鸟纹（图一四：4），但此类纹饰在大河村四期

并非主流［43］。

大溪文化晚期也发现少量漩涡对鸟纹。关庙

山T4③ ∶ 9陶片上二方连续展开的对鸟纹，风格与

“石岭下类型”颇为相似［44］。（图一四：5）
对鸟主题在长江流域出现较早，在高庙文化

白陶刻纹以及河姆渡陶器、象牙器刻纹上都有表

现，可能与神鸟维护天极运转的观念有关［45］。但

庙底沟类型彩陶的对鸟主题从观念和表现形式上

都与长江流域有所不同。庙底沟类型彩陶对鸟最

初出现在鱼体之内，与鱼鸟转化的信仰相关，可

能表现的是鸟在鱼体内成对破卵而出的特殊转化

形式［46］；图案化对鸟纹以二方连续方式展开，形

成单条或多条图案带环绕器身，可能意在烘托成

功转化、繁育的祥瑞场景。

各地流行的对鸟纹，风格有别，但都可以看

到庙底沟原型的影响。其实，大汶口文化早期末

段、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过渡时期，海岱和环太

湖地区流行的弧线三角┼圆点剔刻纹，也可视为

对鸟主题的影响。进入龙山时代，陶寺彩绘陶器

也仍然以对鸟为最重要的主题［47］。庙底沟类型彩

陶蕴涵的信仰影响之深远，由此可见一斑。

仰韶文化自 1921年确立，至今已漫漫百年。

仰韶文化、尤其是庙底沟类型彩陶的扩张一直是

仰韶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成为论证仰韶文化强

大影响力、甚至“引领”作用的重要证据［48］。对

彩陶图像内涵的深入解读，是推动相关研究取得

新进展的重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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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四 东部地区漩涡对鸟纹

1. 焦家M158 ∶ 1圈足杯 2. 三里河M2110 ∶ 46单把罐 3.
大汶口M10 ∶ 57壶 4. 大河村第四期 T25⑥ ∶ 21壶 5. 关
庙山T4③ ∶ 9陶片（王仁湘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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